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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以来，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

期中期选举之后，秉持“传统现实主义”的军方和保

守派、以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为代表的新保守

主义者联合“承认对中国和平演变失败”的自由主义

者共同推动美国对华“遏制政策”，①中美关系开始恶

化。2017-2020年，美国相继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美国国防战略》《印太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国

战略方针》等报告中，分别从对手、目标、策略、行为

四个方面重构中美关系发展基调——以大国竞争为

战略目标，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在印太地区就经济、

价值观、安全等领域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至此，美

国放弃对华遏制加接触政策，转向对抗。首先，在特

朗普政府执政中期开始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和

科技竞争被视为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开端，中美关

系降至冰点。其次，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依旧

如履薄冰，“安克雷奇会晤”并未就双方关切达成共

识。再者，拜登在其百日执政演讲中继续指责中国

的人权问题、不公平竞争，以及中国在生物、能源、高

端制造产业中的竞争态势，并美化印太战略预防冲

突的正当性。②最后，从美国第117届国会通过反华

色彩浓重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③到G7峰会组建

反华联盟，再到台湾问题国际化，中美关系脱钩进程

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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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可知，当前急转直下的

中美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法再以新兴大国自居，须明

确自己的崛起国定位。在这一点上，有关解释与认

知并不充分。④对此，本文认为，值得重点探讨的议

题并非中国何时成为崛起国，而是中国如何从新兴

大国过渡为崛起国，以及不同新兴大国崛起路径差

异化的原因为何。针对上述困惑，本文试图寻求构

建理论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二、新兴大国崛起路径：文献评述

众所周知，后发国家的迅速崛起冲击着由发达

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权力格局。当前学界对崛起国

与霸权国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鲜有文献系统地对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互动加以详论，特别是新兴大

国如何崛起。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界混淆

了新兴大国与崛起国的定义。⑥事实上，新兴大国与

崛起国在崛起路径选择上存在根本性不同：后者较

前者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环境及更为宏观的战略目

标。对此，本文在研究对象上聚焦前者。

欲探究新兴大国崛起路径差异化的原因，首先

需要对新兴大国进行类型学划分。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Schweller)指出，新兴大国是否寻求全球统治

和意识形态霸权是区分新兴大国类型的关键，即新

兴大国保护和推广其基本价值观是否与现存体系存

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据此将新兴大国区分为满意

国、有限修正国与革命国。⑦国内学者则根据新兴大

国对国际秩序中规则与规范结构的态度，将新兴大

国划分为满意国、改革国和不满国三种类型。⑧总而

言之，尽管以动机或意图区分的满意国、改革国与革

命国在崛起路径的选择上差异明显，但大体可根据

威胁、利益与实力等条件将新兴大国崛起策略分为

依附式崛起、软制衡崛起以及硬制衡崛起。近年来，

围绕新兴大国崛起路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国内外

学术共同体分别从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

威胁来源、利益诉求、风险对冲与地位追求五个方面

进行了探讨。

(一)实 力 导 向 ：权 力 转 移 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权力转移论者认为，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实力差

距较小时，实力增长的崛起国对现行秩序的不满会

促使其挑战体系主导者，进而试图改变体系秩序以

满足自身的偏好，这种挑战(overtaking)在崛起国达到

霸权国实力的80％—120％时最容易出现，常表现为

大规模体系战争。⑨但“权力转移”逻辑具有强烈的

现状偏好，“权力转移论”常常夸大了崛起国的破坏

作用，却并未深究崛起国如此行事的原因，只是将其

归于对体系的不满。可如果当前现状是按照上一次

大战后的权力分布被固定下来，那么崛起国无论如

何小心翼翼，哪怕是渐进地调整体系并促进其变革，

都将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由于上述不满在权力差

距过大时更难被察觉与观测，因此，从不满变量出发

的“权力转移论”不仅无法消除崛起国不满的单向动

机，更无法被应用于权力转移之前(崛起国实力小于

霸权国的80％)的崛起进程研究。在此之前，崛起国

只能被视作新兴大国，此时的新兴大国与霸权体系

处于某种耦合状态，并随着实力差距缩小而趋于解

耦。显然，无论在相对实力变量还是在不满变量上，

将新兴大国置于崛起国与霸权国权力转移范式中的

分析都不充分。

(二)威胁导向：大国追随论(bandwagoning)
崛起中的大国并不总是试图制衡霸权国，这与

它们自身的动机、对霸权国的认知印象(image)⑩以及

该国的示善在多大程度被霸权国感知有关。斯蒂

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制衡(balancing)与追

随是实现安全这一相同目标的相反行为，追随还是

制衡应被更准确地视为是对威胁的回应。”但大国

的竞争目标并不只有安全。施韦勒指出，追随策略

不仅可为威胁所驱动，也可为利益所驱动，制衡与追

随并非对立面。事实上，行为体通常采取追随策略

以获得利益，并采取制衡策略以获得安全。若非直

面霸权国威胁，行为体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后者总是

需要成本。因此，大国追随策略与其自身的动机有

关。根据施韦勒对新兴大国的划分，那些满足现状

的新兴大国在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大都为利益所

驱动并采取追随策略，同时伴随着明显的推诿

(buck-passing)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此类大国更像

是霸权国的附庸国，制衡霸权国的意愿较弱。而那

些面临霸权国威胁且普遍致力于寻求安全的修正主

义国家则更有可能制衡霸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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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导向：嵌入论与软制衡(soft-balancing)
当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实力差距较大，但新兴大

国不容被忽视时，霸权国将竞争大国视为合法的利

益攸关者，承认其区域或全球性地位并默许其享有

一定特权，这种做法被称为容纳或适应(accommoda⁃
tion)。这种容纳首先关乎新兴大国是否试图融入

霸权体系，其次则是霸权国决定是否承认其特权。

例如，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都曾试图融

入霸权体系，但只有中国被允许加入。因此，这种容

纳具体表征为新兴大国与霸权体系的嵌入关系。

在该条件下，新兴大国制衡行为的缺失与弱化

常被冠以软制衡或制度制衡的逻辑。简言之，“新

兴大国对现有秩序修正路径取决于霸权国的制度否

决能力、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空间”。但长期以来，

新兴大国支持或反对霸权国的行为却无法与霸权体

系研究相结合。事实上，新兴大国嵌入霸权体系的

现象十分普遍。霸权国往往默许新兴大国嵌入霸权

体系以使之发挥其有限的影响力(即容纳)。以中国

为例，此类嵌入关系的具化，表现为“中国在非中心

议题上表现出的高度灵活性，在高异质性的中心议

题上努力作出一系列国际承诺，在低异质性的中心

议题上表现为组建类似的国家联合促使该类议题转

变规范”。然而，容纳策略本就是霸权国的权宜之

计，随着相对实力变化，新兴大国与霸权体系的嵌入

关系将产生剧变。

(四)风险导向：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
在定义上，对冲策略是指行为体在高度不确定

性或高风险的情况下，寻求多种产生相互抵消效应

的政策以期抵消风险的行为。其本质是对未来潜

在风险的对冲或消除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冲战略也体现在联盟政治中，例如行为

体在面对一个或多个大国威胁进而追求有限或模糊

联盟时，也会采取风险对冲的方式以降低自身所面

临的风险。在划分上，对冲处于制衡与追随两者构

成的连续性光谱之间。对冲不仅被用来描述小国对

权力优势的反应，也被用来描述大国战略。例如，

对霸权国而言，互惠对冲(reciprocal hedging)策略也

被用以消除未来不确定性。在拥有日益衰落领导

者的分散单极系统中，对冲战略是二流国家(second-

tier states)的核心战略；在日益集权的两极系统中，

系统持续的不确定性将推动大国采取收益最大化与

风险应急的对冲策略，直到两极竞争结果趋于明

显。从风险角度而言，由于国家体量与其抗风险能

力成正比，因此对冲通常被视为小国或中等大国采

用的一种安全策略，即“两头下注”行为，明显的对冲

策略于新兴大国而言并不常见。总而言之，对冲策

略关于风险应急的深刻思考为新兴国制衡行为差异

化的归因提供了有益洞见。

(五)等级导向：地位追求(status competition)与霸

权合法性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将等级

制定义为对地位的排列顺序。他将地位与荣誉相互

关联，并指出“地位反映了行为体在等级制度中所处

的位置，即便是在理想化的精神世界中，荣誉与地位

几乎总是存在矛盾”。这意味着抛开利益(欲望)、实
力与威胁(恐惧)，地位是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另一关

切，主要包括新兴国对地位的寻求以及霸权国对其

合法性的维护。

1.新兴大国的地位追求

霸权国对新兴大国地位的关注早在权力变迁之

初便已存在。霸权国对新兴大国地位追求的回应

表现为对这些新兴大国的打压程度，而打压能否有

效遏制新兴大国则影响霸权国鹰鸽策略的取舍。

在此，新兴大国对地位的追求被霸权国视为信号，霸

权国通过对新兴大国施加压力进而促使其调整政

策。这种观点与“动态差异论”(dynamic differential
theory)趋同。霸权国预防性政策不仅受限于新兴

大国的地位追求策略，还备受双方当前实力差距与

趋势优劣影响。那些实力占优但存在强烈趋势焦

虑的霸权国具有强烈动机对新兴大国发起防御性

进攻。

然而，上述观点过于强调霸权国的单向能动性，

可能忽视了新兴大国的类型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嵌入

程度等相关因素。针对后者，高程和王震认为崛起

大国对霸权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将影响这种冲突压

力。新兴大国对霸权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越高，其

在经济等低政治领域遭受的崛起压力越大；反之，依

赖程度越小，非经济议题领域引发的冲突则越难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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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起全面对抗的可能性越大。在此，新兴大国在

国际体系，特别是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被视为自变量

以衡量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张力，但这种张力

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依赖。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政

治的结果，而非原因。除此之外，崛起大国的地位诉

求与霸权国承认与否也影响着权力转移的结果。

2.霸权合法性与新兴大国合法化扩张

霸权体系的稳定与否有赖于霸权合法性的强

弱。这与新兴大国扩张合法化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

面。戴维·莱克(David Lake)认为，国际等级制体系

有赖于等级制权威，后者是霸权合法性的基础。那

么“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无论其规模大小，都存在重要

的激励因素通过提供秩序以获得权威，进而获得合

法性”。刘丰指出正是这种合法性(霸权正当性)，即
霸权国行为及其主导下秩序的可接受性与合理性，

深刻地影响着新兴大国的制衡行为。这种制衡既

可以是硬制衡，也可能表现为软制衡。例如苏联解

体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假想

敌，这种合法性的丧失直接导致了伊拉克入侵科威

特并招致美国的打击。有观点认为，由于国家权力

来源多元化，大国可以通过遵循制度逻辑、维护制度

信誉实现权力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新兴大国能够

在不影响霸权合法性的情况下获取权力，但却可能

意外侵蚀等级制权威。尽管这种侵蚀不会立刻影响

霸权合法性，但假以时日会导致霸权合法性空心

化。在此，以权威为纽带的关系式网络表现为程度

各异的纵深化双边或多边伙伴关系。董柞壮认为

这种关系式权力网络所衍生的影响力是霸权国与新

兴大国竞争的焦点。

(六)既有解释不足

首先，“权力转移论”片面地强调崛起国不满的

单向动机，但其重要性对新兴大国而言却并非如

此。既然实力是不满的函数，那么实力远不及崛起

国的新兴大国应该维持较低水平的不满，这无疑弱

化了新兴国与霸权国可能的竞争烈度。其次，新兴

大国面临的紧迫的非霸权国威胁，以及新兴大国的

非安全动机，都可能导致新兴大国采取追随策略，然

而追随策略不仅存在被抛弃的风险，而且还以新兴

国的政策独立性为代价，使其无法突破崛起困境。

再次，新兴大国嵌入论对新兴大国有限修正主义的

假定是有条件的，即所有国家都应是防御现实主义

者，而忽略了新兴国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不仅如

此，这种嵌入论隐含地假设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实

力对比既不能过于悬殊，亦不能过于接近。但随着

新兴大国实力的增长，我们无法得知国家生存所需

的最低限度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也无法得知这

种限度的安全是否将随实力的增长被重新定义致使

新兴大国寻求更大限度的安全。换言之，容纳策略

在双方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状态下无法持续。从

次，风险对冲常见于小国或中等强国，新兴国常习惯

于将战略对冲隐匿于诸如嵌入论、追随政策与软制

衡中，因此，对冲战略的模糊性实际上阻碍了有关新

兴国风险平衡的类似观察。最后，在寻求地位过程

中，新兴大国不可避免地将遭受霸权国打压，此类打

压不仅可能无法消除系统中的不确定性，还可能招

致消极的后果，最终驱使新兴国采取隐蔽手段获取

权力并侵蚀霸权合法性或进行硬制衡。简言之，新

兴大国修正意图、相对实力、是否直面霸权国威胁、

利益诉求、对风险的对冲以及地位诉求构成了新兴

大国崛起路径差异化的关键因素。上述理论分别从

动机和过程解构了新兴大国崛起策略与崛起进程，

但对新兴国崛起路径差异化原因的探究始终缺乏统

摄性框架以涵盖之(详见表1)。
本文认为，在霸权存在的体系中，拥有修正意图

的新兴大国在寻求地位的过程中会受到霸权国的打

压，这种打压源自实力差距引起的趋势焦虑。受到

系统不确定性引起的信息问题影响，双方锚定相对

制度韧性变量，并最终引起新兴大国制衡行为的差

异化(详见图1)。
三、相对制度韧性：理解新兴大国差异化崛起的

一个理论框架

(一)分析框架的提出

首先，笔者认为新兴大国崛起的首要目标并非

总是修正或重建国际体系，有时更多是为无政府状

态所驱动，进而寻求安全。若崛起大国竞争的首要

目标是安全，这意味着该类竞争首先应该遵从结构

现实主义制衡逻辑。其次，崛起大国对霸权的制衡

是应激而非自发的。有鉴于霸权国在现状与相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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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优势地位，笔者认为，崛起大国实力的增长将导

致霸权国既担心现状有被破坏的风险，又担心彼此

实力的接近会导致其在未来面对崛起大国时有心无

力，从而霸权国将产生紧迫的权力贴现心理。此外，

若将相对实力诱发的霸权国预防性逻辑视为结构性

的，那么崛起大国针对霸权国的制衡行为则是触发

性的(triggered)，即被迫而非自发产生。

传统意义上，制衡意味着一国通过内部动员或

结盟来创造或聚集军事力量，以防止或阻止外国势

力或联盟对该国的领土占领或政治和军事统治。

一言以蔽之，内部制衡旨在通过军备建设提高一国

制衡能力，外部制衡则将结盟作为短期提升该国军

事能力的重要手段。尽管霸权国的绝对优势、霸

权国与其他大国捆绑性制度安排以及大国对霸权

国承诺的依赖可能导致崛起大国制衡行为的明显

缺失或者产生所谓的“软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那

些采取追随策略或嵌入霸权体系的新兴大国不再制

衡。相反，所有国家都存在内部制衡，只不过一国经

常根据威胁紧迫程度权衡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哪个

更可取。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内部制衡与外

部制衡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但其最终目的都是提高

自身的既有制衡能力。简言之，内部制衡的核心在

于一国的政治能力(制衡能力转变速率)。而外部制

衡的核心在于威胁来源。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其制

衡路径应是组建反霸权联盟。但考虑到威胁紧迫

性，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一国既是新兴大国，又是

霸权国的盟国。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受援国自主性

图1 本文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 对既有研究理论的总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理论

假说

局限性

实力对比

(结构因素)
实力对比的缩小将

激化新兴国与霸权

国间的矛盾

无法解释新兴国与

霸权国的普遍合作

且无法预见冲突的

方式与时间

威胁来源

(情势因素)
行为体优先考虑迫

近的威胁而非实力

对比

无法解释新兴国在

解除威胁后仍然追

随霸权国的案例

利益追求

新兴国鉴于利益诉

求倾向于嵌入霸权

体系以发挥影响

无法解释容纳政策

对霸权国仍有利可

图情况下的脱嵌

案例

风险对冲

行为体致力于满足

收益最大化的同时

进行风险应急

对冲常被新兴国灵

活运用并隐匿于软

制衡或嵌入论以形

成混合策略

地位追求与维持

地位寻求

实力增长将强化新

兴国的地位诉求并

招致霸权国打压

无法消除行为体意

图的不确定性且可

能导致冲突螺旋

霸权合法性

霸权合法性缺失将

强化霸权国的地位

维持倾向并引起新

兴国制衡

霸权合法性难以被

感知且与霸权体系

相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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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削弱(牺牲主权换安全)并非总是划算。随着新兴

大国实力的增长，联盟内部不对称程度逐渐减小，霸

权国在联盟内部针对该新兴大国的打压以及新兴大

国愈发明显的制衡行为是可预见的。当新兴大国与

霸权国互为盟友关系时，联盟内部存在类似“联盟管

理”的霸权国胁迫行为，联盟内部霸权国与新兴大国

的关系实际上是等级制联盟下的非对称性依附关

系，而制衡的逻辑客观要求大国应置于无政府状态

下的对称性竞争关系。因此，要将这种非对称关系

重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对称性竞争关系，可行

的办法是将这种非对称关系体现为新兴大国针对霸

权国的制衡意愿。在研究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所

做出的战略选择时，陈小鼎等认为周边国家的制衡

能力与制衡意愿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类似

地，新兴大国与霸权国也遵循这种逻辑。

可以试想，当新兴大国受到霸权国庇护时，新兴

大国很难具有强烈意愿加强内部制衡。因此，无论

是从非对称性角度理解制衡意愿，还是从体系约束

理解内部制衡必要性，都客观要求笔者将新兴大国

的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统合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

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包含复杂动态选择的统合过程

可以被定义为崛起大国的制度韧性。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韧性(resilience)的定义并没

有统一定论。相比之下，心理学将韧性视为“个体在

经历创伤事件后积极适应的能力”；社会学将韧性定

义为“个体在面对重大逆境时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

(dynamic process)”；生态学用韧性来描述“生态系统

如何适应状态变化并恢复到先前状态，或在面临干

扰时保持其功能的能力”。面对不同研究对象，上

述定义强调的本体有层次上的区分，在引入国际关

系研究时亦是如此。以国家为单位的议题研究倾向

于采取心理学的“复原力”(resilience)和社会学的“动

态适应”定义。在以自由主义秩序为议题的研究

中，生态学的韧性定义更为契合。简言之，“韧性是

指持续应对和适应变化以克服逆境并保持与目的适

配的能力”。本文对制度韧性的定义与社会学类

似，强调新兴大国在面对霸权国压制(重大逆境)时积

极适应的“动态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与生态系统

类似，霸权国在面对多个新兴国时首要关注对其威

胁最甚的行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国与其他的

新兴国在客观上不存在竞争。在此，制度韧性可被

认为是等级制权威的具化，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制衡

的原因，多个新兴国与霸权国间的多方博弈作为制

衡结果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此外，尽管霸权国偏

好排序会影响霸权国当前战略目标，但这并不影响

系统中客观且长期的生态位竞争关系，只要新兴国

与霸权国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制衡与反制衡始终

是新兴国与霸权国的首要关切。

综上，笔者认为新兴国相对于霸权国的政治能

力可被视为新兴国自身的适应力，其本质亦是一种

制衡能力(调用国家机器的能力)。新兴国对霸权国

的依赖程度可被视为新兴国制衡意愿的表现。据

此，本文将制度韧性概念定义为“新兴国在面临霸权

国压制的情况下强化制衡意愿，并能动地积极适应

环境的能力”。变量设置详见图2。
(二)变量设置与衡量

本文认为，新兴大国制衡行为与其自身制度韧

性相关，关键在于如何衡量制度韧性。

图2 本文自变量和因变量设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10



2024.2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鉴于制度韧性由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组成，因

此本文对制度韧性的衡量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参照

霸权国衡量出新兴国的制衡能力(相对政治能力)；其
二是衡量新兴国的制衡意愿(新兴国对霸权国的依

赖程度)。
1.新兴国制衡能力：相对政治能力

首先，早在权力转移论的实证过程中，肯尼思·

奥根斯基 (Kenneth Organski)和杰克·库格勒 (Jacek
Kugler)便指出对政治能力的衡量是必要的。“对国家

实力的准确衡量不仅需要估计可供动员的战斗人

员、可利用的人口与物质资源，而且需要估计不同国

家各自政治制度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其次，权力

转移论者认为政治能力应当是国家能力的计算系

数，这意味着政治能力与国家能力高度相关。换言

之，政治能力越高，国家能力越强，因此对政治能力

的考察亦反映了对实力差距的关注(为可视化国家

实力与政治能力的强相关性，本文拟通过相关图示

对此加以明晰)。再次，受限于政治能力的变量集群

与计算模型，当前并不存在一种多维度且行之有效

的总度量方法以衡量一国政治能力。在度量维度

上，相对政治能力(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RPC)是
一个将相对政治提取 (Relative Political Extraction，
RPE)、相对政治到达(Relative Political Reach，RPR)、
相对政治分配(Relative Political Allocation，RPA)视为

集群来表示的术语(分别对应资源提取能力、人口动

员能力与资源分配能力)。然而，受限于定义方式与

计算方法，上述三种集群指标并不能构建一种总度

量，只能衡量政治能力的不同维度。最后，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学者经常根据具体研究问题选取最合适

的政治能力度量，并在许多情况下将 RPC等同于

RPE进行操作。本文采取了改进后的绝对政治提

取 (APE)指标。新兴大国相对政治能力衡量方

法为：

新兴大国相对政治能力=新兴大国绝对政治能

力/霸权国绝对政治能力

借鉴权力转移论中对国家能力的划分，笔者划

定新兴大国相对政治能力处于0.8以下时，新兴大国

自适力为低；处于0.8以上时，为高。

2.新兴国制衡意愿：对霸权国的依赖程度

正如前文所述，新兴国对霸权国的依赖程度直

接反映了其在面对霸权压制时可能产生的制衡意

愿。因此，本文将霸权国进行固定，通过观察新兴国

与霸权国相互依赖程度以及是否存在联盟关系，便

能粗略判定新兴国对霸权体系的嵌入程度，并据此

大致衡量新兴国自主性程度以估算其制衡意愿。对

此，本文将新兴国对霸权国的依赖程度的衡量划分

为五个条件，依次为领土接壤、经济高度依赖、军事

互信与军售、同盟或部分安全让渡、军事占领。本文

设定，新兴国对霸权国依赖分别满足两个或以上条

件时，其依赖程度为高，新兴国制衡意愿为弱；满足

一个或以下条件时，依赖程度为低，制衡意愿为强

(判定依据详见表2)。
(三)研究假设

根据新兴国对霸权国依赖程度引申的制衡意愿

与新兴国自适力水平，可以得到四种程度的制度韧性

水平，依次为极强制度韧性、强制度韧性、弱制度韧性

和极弱制度韧性(详见下页表3)。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当新兴大国制衡能力高，制衡意愿强时，

其相对制度韧性水平为极强，新兴国将试图降低霸

权合法性。霸权国倾向于视该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表2 新兴大国对霸权国依赖程度与衡量标准

领土接壤

经济高度依赖

军事互信与军售

同盟或部分安全让渡

军事占领

具体内容

新兴国是否与霸权国存在领土边界与安全问题

新兴国是否与霸权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

新兴国是否与霸权国军事互信并存在军售

新兴国是否与霸权国缔结军事同盟或让渡部分安全

霸权国是否对新兴国存在军事占或殖民行为

衡量标准

满足四个条件及以上

满足三个条件

满足两个条件

满足一个条件

所有条件都不满足

依赖程度

高

高

高

低

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衡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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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实行全面遏制或对抗的政策。

假设2：当新兴大国制衡能力低，制衡意愿强时，

其相对制度韧性水平为强，新兴国试图合法化自身

崛起并寻求守成国对其地位的承认。霸权国倾向于

视该国为潜在战略对手，根据自身偏好变化对新兴

国“既接触又遏制”，进而产生容纳与遏制两种政策

导向。

假设3：当新兴大国制衡能力高，制衡意愿弱时，

其相对制度韧性水平为弱，新兴国将采取嵌入式崛

起战略或对冲战略。霸权国倾向于拉拢培植该国，

将其视为战略支点以防止地区霸权。

假设4：当新兴大国制衡能力低，制衡意愿弱时，

其相对制度韧性水平为极弱，新兴国将采取全面追

随策略。霸权国倾向于深入捆绑该国以实现战略

协同。

四、案例检验：亚太地区新兴大国崛起路径对比

分析

(一)审慎路径与反霸主义：地缘性求存与冷战后

俄美关系的收缩

俄罗斯(苏联)安全焦虑与领土面积呈正相关，即

领土越广，安全焦虑越强烈。为了维护领土安全，俄

罗斯对霸权国采取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并试图降低霸

权合法性。从苏联到俄罗斯，其对应的国家目标经

历了从绝对安全到有限安全，再到最低限度安全的

转变。从两次车臣战争到格鲁吉亚战争，再到俄乌

冲突，俄罗斯对霸权愈加强硬的控诉不仅展示了其

不断增强的制衡能力，也彰显了其强烈的制衡意愿。

首先，俄罗斯在相对政治能力上的调整十分明

显，这与苏联解体有关。有证据显示，除了冷战初

期、赫鲁晓夫的导弹外交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在发展

中国家的过度扩张阶段，苏联的大战略一直是现实

且温和的。这种温和的战略不仅主导后冷战时期

美苏竞争，更是覆盖了冷战结束后的美俄地缘竞

争。总的来说，温和战略在后冷战时期的苏联主要

体现在政治结构失衡导致的较弱的政治能力，即政

治卡特尔化。政治卡特尔化与经济寡头化始终贯穿

于后苏联时期与俄罗斯。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

便奉行一种进攻性缓和的政策，意在通过战略意识

形态聚合政治联盟，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对每个联盟

成员都有所承诺。赫鲁晓夫试图实现这一承诺，却

酿成空前的“胆小鬼博弈”(chicken game)。赫鲁晓夫

的失败促使勃列日涅夫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构建温

和的左翼联盟，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与西方的缓

和，达成军备控制并接受西方技术转让，进而解决经

济问题。在该过程中，进攻性缓和政策与意识形态

巩固组成的长期联盟逐渐瓦解，但政治卡特尔化却

愈发明显，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进一步造成苏联内部

的混乱。不仅如此，政治卡特尔化还导致军工复合

体与能源寡头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中占据

主导地位，军事与经济能力的严重不对称致使苏联

在国内面临严峻处境。

为应对政治卡特尔化，戈尔巴乔夫将手中的权

力结合民主元素，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削弱

党、重工业、军队等官僚卡特尔的权力。他认为，只

有在国内实行民主化，同时在国外更加和平及与他

国相互依赖程度增加的条件下，苏联才能停止衰落，

继续维持超级大国地位。但这种思维转向却造成

了政治上的混乱，此次改革流于失败，最终导致苏联

的解体。尽管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对政治结构进

行了调整并重塑政治能力，却未能完全肃清政治卡

特尔化的流毒：能源和军工寡头。由能源和军工寡

头构成的单一的国家物质能力结构助推了俄罗斯的

外交政策取向，使其以军火与能源为营生，辅之以战

争。政治卡特尔化与经济寡头造成了苏联乃至俄罗

表3 新兴国相对制度韧性水平

新兴国制衡意愿

(对霸权国依赖程度)
弱

强

新兴国制衡能力(相对政治能力)
低

极弱制度韧性

强制度韧性

高

弱制度韧性

极强制度韧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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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制度与组织效率僵化。图3展示了俄罗斯相对政

治能力的变化趋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仅面临经

济改革与寡头清算的阵痛，还面临分裂势力的困

扰。尽管俄罗斯新生政权在国家实力与政治能力上

处于倒挂状态，但两者变动趋势与幅度保持着相同

的步调。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2000年)后，俄罗斯政

治能力趋于平稳。

其次，鉴于双方脆弱的相互依赖关系，俄罗斯制

衡意愿较强，因此对霸权国一直采取审慎的反霸主

义态度。“在真正的冷战中，苏联是直接的军事和意

识形态威胁，两国关系中几乎没有经济或社会相互

依存关系，因此遏制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俄罗斯作

为苏联的继承者，始终承受着上述遏制态势。尽管

俄罗斯曾经短暂寻求西方承认并试图融入其中，但

上述愿景却未能实现。究其根本，在于“俄罗斯对美

国的欧洲霸权秩序管理而言既不重要，也没有能力

颠覆它。因此，尽管美国想对俄罗斯进行整合，但在

追求更高的地区优先事项时，其只愿本着‘接受或离

开’(take it or leave it)的原则进行讨价还价”。

总而言之，俄罗斯逐渐走强的政治能力，加之与

霸权国较弱的依赖关系，导致俄罗斯在面对霸权国

遏制时不仅表现出极高的环境适应能力，而且凸显

了强烈的制衡意愿。极强的制度韧性是俄罗斯崛起

路径中敢于反对霸权的重要依据。

(二)经济嵌入与军事安全深化：冷战期间日美关

系的再定位及其捆绑

日本崛起困境在于其对西方市场的依赖与防务

非正常化。美日在安全领域的高度捆绑以及日本对

西方市场的依赖消除了日本脱嵌霸权体系的可能。

一言以蔽之，战后日本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新

兴崛起依托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与西方自由经济

体系。

一方面，战后日本的相对政治能力迅猛发展，并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达到较高水平，这与其强悍的

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1952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

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

仅为英国或法国的 1/3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

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加至英、法两国的总

和，约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简言之，日本

深刻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与国际力量格局，并

对深陷越南战争与石油危机的美国构成严重的威

胁。日本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源自1965年。内需和出

图3 俄罗斯相对国家实力与相对政治能力(以美国为参照)
资料来源：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Dataset(Version 2.4) [DB/OL].(2020- 09- 25) [2022- 11- 15].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NRR7MB；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DB/OL].(2023-04-19).https://correlatesofw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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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双向刺激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其

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强势崛起，日美贸易收支

出现逆转。长期逆差使美国处于贸易收支平衡危机

中，结果日本不仅被美国视为搭便车者，还逐渐被视

为一种威胁。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日本经常性收支

盈余逐渐扩大，美国作为日本最大出口国收支持续

恶化，美日产生严重的贸易摩擦问题。在此背景下，

美国利用经济杠杆，借调控汇率之名，行遏制日本之

实。尽管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是各国协调操纵

汇率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但毋庸置疑，该协议的根

本目的是调整美元比价，并消除美国经常性收支不

平衡。为此，日本无奈地选择了自我牺牲。被迫升

值的日元抑制了日本出口的增长，大量资金涌入日

本土地与股市，最终形成泡沫经济并导致日本陷入

长期的经济萎靡。

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日本政治能力的长

足发展(详见图 4)，然而日本较强的制衡能力并未使

其趁机挣脱美国的安全枷锁，反而不断强化与美国

的安全合作与盟友关系。美国仅运用经济权力杠杆

便成功遏制日本的崛起，其背后是日本的外交和防

务与美国的高度捆绑。从相对政治能力来看，20 世

纪 7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能力便已经达到稳健的高

水平，特别是 70 年代后半期。得益于成功的出口政

策与资本积累，日本获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与此

同时，日本并未借机扭转其安全战略，而是强化了其

嵌入式战略，将经济层面的嵌入关系进行全方位

扩展。

从对霸权国依赖程度来看，日本不仅在经济上

高度依赖美国，而且双方在军事互信、军事同盟与领

土驻军等领域合作紧密。例如，1951年美日签订的

《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本从属于美国，且美国

可以不受限地设立、使用、扩大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1960年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然凸显日本的

独立自主，强调日本和美国同为平等的国家，但并未

改变日本与美国在军事与安全层面高度捆绑的事

实。长期以来，日本通过西欧与北美的超大市场实

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在政治与战略层面不断面临

图4 日本相对国家实力与相对政治能力(以美国为参照)
资料来源：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Dataset (Version 2.4) [DB/OL].(2020-09-25) [2022-11-15].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NRR7MB;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DB/OL].(2023-04-19). https://correlatesofw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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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更高的协作要求。紧密的依赖关系导致日

本对美国较弱的制衡意愿(详见表4)。
尽管日本拥有较高的制衡能力，但与美国紧密

的依赖关系制约了其制衡意愿的表达，由此导致了

日本较弱的制度韧性，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日本的

崛起困境，那么霸权庇护下的美日关系应当何去何

从?有智库认为美英特殊伙伴关系可能是指导美日

联盟发展的最好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德关系

是一个更好的模式：“德国正在摆脱二战的束缚，在

欧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愿意在区域多边框架内

开展工作，从而为邻国提供稳定的保证，这是美国和

日本在确定变革方向时应该参考的模式。”种种迹

象表明日本比德国走得更远，如尝试修改宪法第九

条解禁自卫权，试图恢复日本为正常国家，力求在亚

洲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与德

国不同，未来日本可能缺乏能力支撑，这使得美国在

考虑美日关系时将弱化日本的自主性定位，最终使

美日关系的主从属性变得更为彻底。美日关系愈发

明显的主从特征在当前的日本外交政策中随处可见

也印证了这一点。

(三)安全协作与机会主义追随：冷战后印美关系

的重塑与战略求同

印度抱有强烈的扩张主义与机会主义心态，试

图寻求南亚地区的绝对安全，这种贪婪动机往往驱

使印度联合域外霸权国以实现其目标。因此，印度

在崛起过程中选择了与霸权国形成协作的特殊关系

并采取了全面追随的策略。

一方面，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印度在政治能

力上发展迅速但一直尚未达到强劲水平，直到近年

才有所改观(详见下页图5)。印度制衡能力与其外交

政策互为因果：对中立主义的抛弃意味着过早卷入

国际斗争而忽略了内部发展。早在1947年印巴分治

前，时任印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尼赫鲁在关于国

际问题的诸多演讲和著作中已经阐明了印度外交政

策大纲：希望印度有一个独立于当时正在形成的两

个权力集团外的外交政策——中立主义。但“中立

主义”很快便被印巴冲突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尽管

美印是世界最大的两个所谓西式“民主”实体，但美

巴关系深刻影响美印关系。对于印度来说，正是美

巴的联盟关系促成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寻求

苏印结盟(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推动苏印

关系进一步深化)，并促使该结盟关系一直维持到后

冷战时期。印度的区域霸权主义使其忙于扩张并深

陷地区冲突，包括但不限于印巴冲突、中印边境冲突

等，因此疲于发展经济的印度政治能力较为薄弱。

另一方面，在对霸权国依赖程度上，印度在苏联

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间左右逢源，并在冷战结束前

与美国实现了缓和，而且在近年来形成了较为紧密

的准盟友关系。首先，冷战后，美印实现了所谓从

“疏远的民主”到“参与式民主”的缓和。1982年，英

吉拉·甘地在对美国事访问期间表达了寻求在共同

领域合作的期望，随后双方有效解决了由核电燃料

运输所引发的争端，并促成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在

1984年对印度的回访。至此，美印关系实际上已经

开始回暖。1984年美国更是签署147号国家安全指

令，向印度出售高技术，促成美印签署技术转让谅解

备忘录。然而，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武器

转让数据库显示，印度却在 1986年末才开始从美国

表4 日本对霸权国依赖程度判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领土接壤

经济高度依赖

军事互信与军售

同盟或部分安全让渡

军事占领

具体内容

无

日美互认协定(MRA，2007) 美日贸易协定(USJTA，2020)
日美军事情报一般安全协定(GSOMIA，2007)
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MDA，1955) 日美安保条约(1960) 日美采购和

交叉服务协定(ACSA，1996)
日美驻军地位协定(SOFA，1960)

是否满足条件

否

是

是

是

是

衡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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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军事装备，且美印军售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这既可视为印度在苏印同盟框架下的试探行为，也

可看作美国正在为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格局做准备。

从1995年到2001年，美印在相关框架协议下开始推

进防务合作关系制度化。2005年，两国签订《美印防

务关系新框架》，双方军事合作程度进一步加深。

2013年，印度前防务部长萨尔曼·库尔西德(Salman
Khurshid)宣称美印关系实则从“疏远的民主”(es⁃
tranged democracies)走向“参与式民主”(engaged de⁃
mocracies)。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
di)任内的印度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高频率互访进一

步强化了美印关系。2015年《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得

以续签更是为美印准军事联盟奠定了基础。

其次，近年来美印协作更是实现了从“参与式民

主”到“协作式民主”的转变。2016年奥巴马政府高

调宣布美国将印度提升为主要的国防伙伴，并指出

这一地位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不仅如此，尽

管该联盟不是正式的，但作为 2015年续签的十年国

防协议的扩展，美印签署的深化军事合作协议意味

着印度将在2018年享受成为美国条约盟友的一些好

处，例如获得国防技术。通过该声明，笔者认为自

2016年起，美印已迈入准盟友关系建设的实质阶

段。此后，美印签订了多个基础军事协议。最甚的

是，2020年10月27日，美印签订《基础交流与合作协

定》(The Bas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CA)，该协定将允许印度共享美国的地理空间数据

以提高印度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精确性。至此，BE⁃
CA作为美印两国过去二十年军事合作四个基础协

议中的最后一环已经完成闭合，向准联盟跨出实质

性的一步。2021年9月21日，在美印领导人联合声

明中，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建立全面的全球战

略伙伴关系 (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
ship)。这一声明可被近似认为美印准军事同盟已

大致形成。关于印度对美依赖程度的判定，详见

表5。
总而言之，尽管冷战后印度相对政治能力得到

了显著提升，但总体仍处于低位水平，其制衡能力水

平较低。不仅如此，随着印美关系进一步强化，军事

与经济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导致印度降低了针对美

国的制衡意愿。因此，印度制度韧性水平为极弱，并

图5 印度相对国家实力与相对政治能力(以美国为参照)
资料来源：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Dataset (Version 2.4) [DB/OL].(2020-09-25) [2022-11-15].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NRR7MB;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DB/OL].(2023-04-19). https://correlatesofw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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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全面追随霸权国的相关策略。与此同时，霸权

国倾向于与印度进行深度捆绑以实现战略协同。

(四)从“战略伙伴”到竞争对手：冷战后中美关系

的转圜与遇冷

首先，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呈现“经热政冷”的

态势。随着更多的经济因素介入且迅速扩大，中美

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加深，但中美在政治与军事上的

冲突风险却在不断加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

国有针对性地实行了“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式改革，

重点实现工业部门改革(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与
非国有部门的成长(农村改革与乡镇企业兴起)。从

1979年到1995年，中国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计划经

济体制尚未退场)的调整大幅提高了其税收水平，过

低的经济活跃人口(农村劳动力过剩与城市化人口

过低)无法支撑城市化进程的局面得到了巨大改

善。在该阶段，中国的政治能力不断提升但并未达

到强劲水平(详见下页图 6)。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后

的前二十年，中国将重心聚焦于经济建设，相对忽视

对军事现代化进行重大投资的呼声。西方“颜色革

命”、苏联解体与伊拉克战争加快了中国有关军事建

设与改革的认知转变。基于此，美国惮于中国对亚

太霸权体系的冲击力及其对中国政治能力急剧变化

的夸大与敏锐感知，使其在 1994-2001年间对中国

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遏制政策。

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有关人权的批评及其相

关制裁阻碍了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停

滞于经济层面(详见表5)。尽管较弱的相互依赖关系

强化了中国在面临霸权国打压时的制衡意愿，但考

虑到中国在面对美国打压时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

中国在彼时采取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崛起路径：在斗

争中寻求缓和。因此，在面对第三次台海危机、南联

盟使馆被炸、南海撞击事件时，中国防止了事态的

扩大。

其次，“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开始转

移，中美关系呈现“政经皆热”的态势。出于反恐的

需要，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温和的“容纳”战略。

这种战略表现为两个方面：在欧洲，美国希望整合俄

罗斯；在亚洲，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基

于此，美国提出与中国形成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简言之，美国对亚

太的战略布局与中东反恐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迫切

需要亚太地区保持稳定，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战略机

遇期。

最后，自 2010年以来，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政策，

尝试破坏“战略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美国利用

其盟友频繁策划地缘冲突，如2012年中菲“黄岩岛争

端”、2013年中日“钓鱼岛事件”、2016年“‘萨德’入

韩”等，直至2017年中美关系跌至冰点，呈现“政经皆

冷”态势。

总而言之，自2001年以来，中国相对政治能力稳

定在强劲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相互依赖关

系仅停留于经济层面，相互依赖程度始终较低，在面

表5 印度对霸权国依赖程度判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领土接壤

经济高度依赖

军事互信与军售

同盟或部分安全让渡

军事占领

具体内容

无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2023)
美印领导人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声明(2021)

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议(GSOMIA，2002)
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2016)

通信兼容性与安全协议(COMCASA，2018) 基础交流与合作协定(BECA，2020)
美印防务关系框架(2005；2015)

无

是否满足条件

否

是

是

是

否

衡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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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打压时中国制衡意愿明显，具备极强的制度

韧性。这导致中国要求美国须“从实力出发处理中

美关系”并审慎对待中美关系。在此背景下，美国既

缺乏有效胁迫手段，又担心相关政策触碰双方核心

利益。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

美国通过“小院高墙”的方式穷尽各种胁迫手段加速

与中国脱钩，迫使中国让步，例如科技竞争、贸易摩

擦等；另一方面，双方期冀通过谈判建立包括核心

利益的一揽子清单并针对不同议题进行筛选式谈

判，这体现在双方一致同意为竞争建立“共识性围

栏”(common-sense guardrails for competition)，希望

通过坦诚对话加强合作，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推

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五)小结

总体而言，针对极弱制度韧性的新兴大国，霸

权国倾向于采取拉拢培植策略，依托其经济网络与

领土接壤

经济高度依赖

军事互信与军售

同盟或部分安全让渡

军事占领

具体内容

无

最惠国待遇(MFN，1993)
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2000)

无

无

无

是否满足条件

否

是

否

否

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6 中国对霸权国依赖程度判定

衡量条件

图6 中国相对国家实力与相对政治能力(以美国为参照)
资料来源：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Dataset (Version 2.4) [DB/OL].(2020-09-25) [2022-11-15].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NRR7MB;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DB/OL].(2023-04-19). https://correlatesofw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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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联盟对其进行俘获，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依附

型伙伴关系或准盟友关系。针对较弱制度韧性的

新兴大国，其对霸权国较高的依赖程度使其无法摆

脱霸权国的单向压制。俘获与追随、依附性要求与

自主性嵌入看似霸权国与新兴国互动的一体两面，

实则不然。极弱制度韧性常根植于新兴大国孱弱

的政治能力；相比之下，较弱制度韧性则是霸权国

激励性政策选择的结果。总体而言，上述新兴大国

多属于同质性崛起，呈现俘获性(美印)、依附性(美
日)特征。

针对极强制度韧性的新兴大国，霸权国经常作

敌我区分，实施既遏制又对抗的打压政策。此类新

兴大国对霸权国具有较强的制衡意愿，不愿被霸权

整合；针对较强制度韧性的新兴大国，霸权国既容纳

又遏制，同时新兴国寻求霸权国对其崛起的认可。

鉴于复杂的意识形态与差异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冷

战结束后，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分别贯彻了容纳

与遏制战略，这使得中俄双方在几乎同时拥有极强

制度韧性的情况下制衡行为分化明显。总而言之，

此类新兴大国多为异质性崛起，呈现敌我性(美俄)特
征与分化性(中美)特征。

从崛起结果来看，较强和极强的制度韧性维持

了新兴国的安全自主，但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其面临

的安全困境；较弱与极弱制度韧性保证了新兴国短

期的利益需求与地缘安全，但与此同时也强化了被

牵连与被抛弃的联盟困境。

五、结语

新兴大国崛起是崛起国与霸权国间权力转移进

程的前置性议题，其主要关切在于新兴国如何处理

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新兴国家制衡能

力与其对霸权国的制衡意愿共同组成的制度韧性决

定了其崛起路径。首先，冷战结束后，由于存在一个

由霸权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因此新兴大国需优先处

理与霸权国的关系，这意味着制度韧性需锚定霸权

国。其次，相对制度韧性决定性地赋予了新兴大国

崛起路径的内涵。具言之，制衡能力是国家实力内

生性发展的结果，制衡意愿则是国家间互动的结

果。再次，以霸权国为参照，根据制衡能力与其制衡

意愿的组合，新兴大国大致存在四种程度的制度韧

性水平，依次为极强制度韧性、强制度韧性、弱制度

韧性与极弱制度韧性。最后，本文选取了冷战期间

日本(冷战期间日美关系的互动环境可近似为单极

体系)以及冷战后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崛起案例对

相关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显示，强制度

韧性保证了新兴国的安全自主并促使其致力于合法

化自身的扩张，但与此同时强化了自身的安全困境

并备受威胁，导致其崛起压力过大；弱制度韧性保证

了新兴国的利益诉求并降低了其自身面临的地缘威

胁，但在地位寻求与合法化扩张方面备受压制，崛起

前景受限。德国与日本案例的差异性特征表明，不

同的地缘环境将导致嵌入式战略分化，其中，对冲战

略符合更为复杂的地缘环境。此外，极弱制度韧性

与极强制度韧性分别赋予了对应大国极弱与极强的

抗风险能力，从而驱使前者倾向于全面追随，赋予后

者对外政策以较强的灵活性。

在设计上，本文提出的相对制度韧性分析框架

在变量上替换了以往的国家实力变量，通过构建以

国家政治能力为关键变量的“能力—意愿”框架突

出新兴大国的成功崛起不仅是国家实力内生性增

长的自然结果，更是新兴国政治能力不断提升的体

现。在操作上，本文对政治能力这一衡量指标进行

了优化，通过计算新兴国与霸权国彼此间政治能力

的比值关系以突出相对性；在制衡意愿的衡量上，

本文通过简单粗略的条件赋值就新兴国对霸权国

依赖程度进行了判定，这亦是本文的局限之处。在

未来前景上，有关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分析依旧可以

沿用本文框架，在国家实力水平较为固定的权力转

移进程中，通过关注政治能力与制衡意愿(不满变

量)组成的制度韧性变量，可以有效判定崛起国在与

霸权国竞争过程中的战略导向与崛起策略，这是后

续研究的主要方向。关于相对制度韧性的思考，本

文认为，从新冠疫情暴发到俄乌冲突，政治能力在

国际抗疫合作与推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苏联的解体源于国家政治能力的缺位而非国

家实力的下降，当前美国的衰败原因亦在于政治能

力而非国家实力。回首中国从新兴国到崛起国的

蜕变，通过关注政治能力而非物质实力更有利于我

们理解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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